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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 讲好中国好故事、 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造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对外传播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和全程、 全息、 全员、 全效的全媒体时代里起着关键作

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实现了有效互动， 提升对外传播素养， 重视多重视角的

转换和不同模式的融合， 有助于我们摆脱在传统媒体语境下的失势状态， 在媒介融合的 “东风” 下后发制

人， 让中国对外传播既有 “从上而下” 的理论性， 又有 “自下而上” 的操作性， 助力构建中国对外传播

的全球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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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行对外传播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 公元前 １７５０ 年， 古埃及就有了埃及人与亚洲人交往的记

载。［１］中国历史上的张骞凿通西域、 甘英出使大秦、 丝绸之路上的遣唐使都是对外传播的生动写照。 大

量传播实践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文化与传播关系的朴素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不仅以骄人的成绩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篇章， 还创造性地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普遍价值与世界分享。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不仅共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也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及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模式。 尽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之路依然

任重道远， 但我们相信， 以 “博观” 为手段， 以 “圆照” 为态度， 以转换视角为起点， 以模式融合为

策略， 做点 “识器晓声” 的工作， 提升对外传播素养研究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能力， 一定能为中国文化

大传播做出贡献。

一、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素养提升的背景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包括以文化、 人才、 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 约瑟夫·奈认为，
软实力简单说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 是通过非强制手段获取结果的能力。［２］ 我们国家历来

重视软实力建设，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是党和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组成部

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强， 我们已经具备了惠及四邻的担当， 必将实施更多的

“走出去”。 经济需要和文化诉求一起构成了中国提升对外传播力的内源性动力。 探讨中华文化独特魅

力的展现手法， 研究中国好故事的国际叙述形式， 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感知力， 是时代赋予传播人

的使命担当。
当今世界格局在理想信念淡薄、 右翼保守主义被强化、 国际组织影响力被削弱的大背景下充满了

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后真相” “黑天鹅” 等事件频发。 社交媒体上的能指狂欢也没能掩盖个体的数字

化孤独和人际交往的情感性危机。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美国叫嚣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的大背景下， 中

国适时地提出了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倡议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设想， 在中国加入和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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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国际组织中发挥着积极主动作用， 这又构成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提升话语权的外源性现实

机遇。 阎学通建议， 中国应该发展当代道义现实主义， 在 “一带一路” 的框架下建立责权相等的国际

经济、 政治、 文化新秩序， 提高国际战略信誉， 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以国际战略信誉赢得更多盟友，
依靠盟友实现民族复兴。［３］

二、 对外传播素养现状

根据 《辞海》， 素养谓由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 《辞海》 强调了素养的两点内涵： 第一，
修习涵养； 第二， 平素所供养。 素养需要后天习得， 但决不是一种机械的模仿， 是一种内化于心、 外

化于行的自然流露。 正如何雪莲所说， 素养的真正含义是思想、 价值观、 信念和趣味， 而不是技巧。［４］

传播学的媒介素养 （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概念则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英国。 文化研究重镇的学

者们认为， 需要提升受众的文化素养来区分电影中的流行与庸俗。 此后， 由文化素养演变而来的媒介

素养在欧洲流行开来。 传统研究中的媒介素养一直以来被理解成人与媒介的信息互动过程中的一种能

力， 而个体的媒介认知能力往往被认为是研究和培养的重点。 媒介在网络时代的早期更多被认为是富

含信息的载体， 在此语境之下， 受众在媒介接触过程中抵制媒介控制的能力和对媒介的批判能力被认

为是媒介素养培养的核心， 随后媒介素养又被发展为人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和自主参与的能力。 在此

基础上滥觞的媒介素养培养范式先后经历了 “免疫—甄别—批判—赋权” 的演进过程。［５］ 除媒介素养

外， 外语语言素养、 跨文化素养、 技术素养等也是中国对外传播能力提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外传播素养可以被简单概括成个体、 组织和国家在跨国、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运用媒介技术和符号传

播本国文化的意识和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在各个层次的国际活动中从之前的抵触者和游离者向融入者和主导者的角

色演进。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Ｇ２０） 首次在中国举办， 中国首次担任主席国， 与更

多国家同频共振。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 “国际在线” 全天候使用 ６５ 种语言向世界传

播中国， 是全球使用语种最多的国际传播机构。 大众传播携手组织传播构成了我们对外传播的主渠道。
但在今天的高度媒介化社会， 中国对外传播的渠道仍需拓宽。 文化具有民族中心主义 （ ｅｔｈｎｏｃｅｎ⁃

ｔｒｉｓｍ） 的倾向。 在对外传播的语境下， 过于直白功利的传播方式容易给异国受众造成一种不确定性和

不安全感， 让他们本能地释放出冷漠、 不安、 质疑等负面情绪， 从而不利于信息的解码和意义的解读，
自然也有损传播效果。 西方人习惯微观地看社会， 而中国人习惯 “围观” 地看社会， 我们整体式、 论

断式的传播与西方微观式、 事实式的观察形成了某种对冲， 对外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处于异质文化中

的受众对于 “中国” 概念的建构通常不需要宏大叙事， 很多异国受众正是基于他们与中国人跨文化交

往过程中的几点细节， 从而轻易形成了对于中国的 “刻板” 印象， 较亲切的、 互惠式的叙述显然更符

合文化间平等交流的视角。 根据全球知名的市场研究机构 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ｒ 的预测， 全球社交网络用户数量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２９􀆰 ５ 亿， 占全体网民的 ７０􀆰 ７％。［６］传统的渠道需要拓展并适应 “泛在” 的社交媒介， 全

媒体时代既然要求全员全程参加， 那么传播渠道就需要全息全效。
技术的进步给了传播效果提升新机遇。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 媒介技术构建的环境机制， 可以改变或

重组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 工作模式与教育模式。［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我国第一个基于 ５Ｇ 技术的国

家级新媒体平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了四张 ５Ｇ 商用

牌照。 ５Ｇ 通信技术加上日趋成熟的大数据及物联网技术， 将会使人与人的通信转向人与人、 人与物、
物与物的实时泛在连接， 刷新了自古登堡印刷术问世以来的时间观与空间观， 永远 “在线” “在场”，
革命性技术将刷新对外传播效果。

三、 对外传播素养研究视角的转换

对外传播研究相关学科既涵盖了政治学、 传播学等社会科学， 也包含了语言学、 符号学等人文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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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笔者认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素养的提升工作首先在于研究视角的转换。 其中， 从国际传播的

视角切换到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是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 而从跨文化传播上升到跨文化哲学则是传播理

念的转换。 我们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 “器” 的更新， 也需要 “道” 的指导。
（一） 从国际传播到跨文化传播

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较大。 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认知基

本前提是 “二元认知”。 “对” 与 “错”、 “西方” 与 “东方”、 “共产主义” 与 “资本主义”、 “个人主

义” 与 “集体主义” 等二元对立的概念组已经根深蒂固地被烙进脑海里。 尽管亨廷顿在 《文明的冲突

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将世界文明细分成了印度文明、 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等八个部分， 但是 “西方－
非西方” 的对立显然还是作者底层的认知框架。 西方媒介对中国文化别有用心地 “抹黑”， 西方受众对

于中国官方推出的文化传播常常呈现出 “选择性不注意” 和 “选择性不接触”，［８］ 因而带有明显政治倾

向性的国际传播内容很难到达西方精英受众， 传播力自然大打折扣。 我们必须承认， 传统的中国符号

传播囿于时间、 地域、 语言、 国民性格以及传播成本等限制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撇去西方国家把持

“游戏规则” 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刻意生成的 “新闻框架” 等因素不谈， 中国对外传播效果欠佳，
主要在于对外传播理念尚未完全在各类阶层人群中进行主动传播， 对外传播素养尚未普及。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９］首次将 “跨文化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与 “交流 （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两个词放到一起， 成就了一个经典学科———跨文化传播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①

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的 《无声的语言》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书名中指示的那样， 跨文化传播比

起更加注重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传播， 侧重于寻求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之道， 常常 “无

声胜有声” “于无声处听惊雷”， 取得了较好的文化间性与移情效果。
从宏观层面来看，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给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张力， 多元文化背

景的跨国往来与日俱增。 在这个新时代， 全球意识、 密切的跨文化沟通变得日益重要， 对外传播绝不

仅限于少数的涉外媒体工作者。 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线性大众传播， 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呈现出一

种 “多对多” 的叠加式放射性传播， 在互联网的每一个节点上， 人人既是下载者， 也是上传者。 对外

传播需要将国际传播、 全球传播、 周边传播、 群体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等范式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筹

划， 提升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与跨文化素养。
从微观层面来看， 对于个体而言， 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 曲折的过程， 涉及成为完整意义

上的人。［１０］在西方， 跨文化课程已经成为一流大学的必修课。 我们只有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异质

语言和文化， 才能真正具备跨文化同理心， 才能远离刻板印象， 避免偏见与歧视。 活跃在国际场合的

普通大众则更容易为对异域受众理解和接受。 “去宣传化” 的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官方传播的有力补充。
２０１４ 年， 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决赛夺冠后， 李娜在颁奖晚会上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记者提问， 并用

幽默的口吻调侃了自己的丈夫姜山， 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提升了其指称的中国符号的影响力。
从国际传播的视角转到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是从 “硬植入” 转向了 “软传播”。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

播有着悠久历史。 历史上中国的文化传播分享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互信。 时至

今日， 中国文化融入世界， 我们更有底蕴， 更有自信， 但在讲故事的方式和传播故事的介质方面仍有

提升空间。 党的十九大之后最新发布的国家形象宣传片 《中国进入新时代》， 尝试从宏大叙事切换到微

观叙事， 从神圣叙事转移到常人叙事， 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时代的

对外传播中， 依托中国软实力， 以价值共享为愿景， 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意识。

７３

①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是跨学科的研究概念， 在外语界一般译作 “跨文化交际”， 在传播学中常译作 “跨文化传播”，
在管理学中常被翻译成 “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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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跨文化传播到跨文化哲学

“跨文化” 一词在英文中有三种常见表达：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和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三个不同

前缀显明了三种研究模式。 “ ｃｒｏｓｓ－” 有 “跨过、 穿过” 之意， 侧重 “对比文化”， 意指 “穿越式沟

通”， 对应学科通常是外语教学， 此种跨文化交际研究模式比较注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静态对比， 通

过教学实践重点训练语言切换能力。 “ ｉｎｔｅｒ－” 有 “相互、 交互” 之意， 侧重 “交流文化”， 意指 “互

动式交流”， 对应学科通常是管理学和传播学。 管理学中将沟通能力归入领导力的范畴， 包括了解自己

和他人的能力、 激励他人的能力、 号召力以及团队精神等， 因此， 跨文化管理学旨在重点训练管理者

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下的沟通能力。 而传播学中的跨文化研究则主要关注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

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 “ ｔｒａｎｓ－” 有 “跨越、 超越” 之意， 意指克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偏见，
寻求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的 “会通式超越”， 对应学科通常是文学、 美学和哲学。

穿越式沟通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主要重视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对比， 较侧重于

静态的语言对比， 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来描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异同， 没有上升到双向、 互动的境界。
互动式交流 （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主要从历时的角度来动态地审视文化交流的可行性， 并关注

不同文化碰撞所引起的冲突性和启迪性的对话形式。 会通式超越 （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则蕴含

着超越文化的可能， 契合了 “对外传而播之” 的理念， 重视技巧， 更重视原理， 通过不同文化传播而

促发出具有创新机制的、 具有互补性和会通性的对话形式， 来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三种研究模式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跨文化研究的三种模式

作为跨文化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我们怀揣 “共同体 （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的想象， 去培养

在异质的语言中克服刻板印象、 超越偏见、 减少歧视的跨文化能力； 我们倡导多元文化共生， 增加互

惠性理解。 然而， 传统视角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效果并不好。 受众眼中跨文化中的 “他者” 形

象是一成不变的刻板印象， 甚至是扭曲的 “幻象”，［１１］ 以至于在跨文化实践中非常被动， 互动效果差强

人意， 会通式超越的跨文化对外沟通 （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且不幸的是， 中西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某种二元对立。 进入近现代以来， 这种对立尤为明显。［１２］

１６４８ 年， 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在欧洲签订， 神权世

界趋于瓦解， 民族国家开始， 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原则开始被确立。 而同年， 中国则进入刚刚迁入北

京不久的清王朝时代。 物理上的区隔、 不同的文明传统加上傲慢的态度封闭了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不愉快的访华经历正是这种封闭的形象写照。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 由于西方现代

性的强大， 近代中国史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在长达百年的求索历程中， 全面西化的呼声与固守国粹的

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声音始终是我们对外传播交锋的重点。
在讨论对外传播效果提升的议题上， 我们需要将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转换升级到跨文化哲学的向度，

超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和固步自封不学习他者的文化中心主义 （ 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我们不

接受西方全盘支配性的观点， 也反对抱残守缺的本土观点。 我们主张跨出文化舒适区， 跳出传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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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症”， 抛开 “主－客” 对立的二元模式， 塑造跨文化的主体间性， 迈向多元他者的文化交流。
从跨文化传播的重 “器” 转向跨文化哲学的重 “道”， 是从认识论层面寻找并实施 “对话” （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 的可能性。 一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 比如基于中国文明的中国哲学更关切生命

的意义， 在理论命题的数理逻辑建构方面则需要向西方学习； 另一方面， 西方主导下的各种理论范式

未必就是通用标准， 如现代性主导下的西方哲学尽管现在占据了主要位置， 但也不是真正意义的世界

哲学。［１２］（４）从跨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设计中国对外传播， 更强调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本身正是一个消解西方传统偏见、 孕育新的文化对话与文化共生的过

程。 我们应回到 “互惠性理解”， 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 才能超越文化偏见， 超越把他者文化

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 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１３］中国应该从立足于中国经验的

“中国梦” 中精准提炼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的普遍价值向全世界传播。［１４］

四、 对外传播素养研究模式的融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 “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提出与深入， “讲好中国好故事”、 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造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 知易行难， 在传播视角转

换之后， 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对外传播素养研究与培养模式。 融合将是对外传播素养培养的关键词。
（一） 技术、 符号与情感的融合

在媒介融合的泛在媒体时代的对外传播素养必然蕴含了技术素养、 符号素养与情感素养的融合培

养。 具体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对外传播三种素养的融合

技术的革新一直是传播演进的重要力量。 不了解现代媒介技术就是现代 “文盲”， 技术素养作为当

代人的基本素养， 就好比读写能力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一样， 应该成为必修课，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 评估框架中所提到的那样，
“每一个居民都需要和理解媒体和信息供应者的规则， 以发挥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 了解更多来自虚拟

世界的机会和威胁， 学会管理资源。” ［１５］ 进入 ５Ｇ 通信时代， 高速率、 低时延的通信技术加上云计算、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了几乎所有的生活与工作场景， 成为了像电力一样的投用底层基础设施。
５Ｇ 时代自然对对外传播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何种符号来传播中国， 如何输出中国符号属于对外传播素养中的符号素养范畴。 互联网开启了

多元、 多模态立体符号传播的新纪元。 个性的释放给予了符号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传播符号日益呈现

出 “分众化、 多元化” 的趋势。 随着符号一词使用内涵的扩展， 媒介中的符号素养的指称越来越广。
符号素养将来应该成为对外传播文明交往中的一种基本礼仪， 将和穿衣吃饭一样关乎教养， 成为基本

素质。 如前文所述， 中国对外传播素养教育的首要对象是 “传者”。 那么传者对于目标对象信息的搜索

寻找和甄别批判都是序曲， 终极目的还是要学会创造性地输出， 提升自己的传播力， 借新媒体时代与

媒介融合大背景的东风， 转变叙事风格， 影响目标受众， 提升传播效果。 ２０１９ 年两会期间， 中央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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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总台关于 “两会” 的融媒体多维、 多元、 多模的符号报道就成为了三十多家外国媒体的首选信源。
现代传播重视双向交流， 无处不在的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网络进一步刺激了个体的情感需求。 随

着受众不断被媒介涵化， 其情感素养日益提升。 国际传播信息中显性偏见比重正在逐步递减， 但是在

对外传播实践中， 没有根据、 与事实不符的偏见依然存在， 带有偏见或刻板印象的传播以极其微妙的

方式隐藏在大量伪装的面具背后。 因此， 学会正确甄别和批判被认为是对外传播情感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中， 内容分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是研究此类语言偏见的常见方法。 但内容分

析这样偏宏观的分析可以发现语言使用者的傲慢， 却无法一一指出具体使用了何种策略和技巧， 因为

信息中隐藏的偏见很多时候不是在简单的词法层面， 而是在句法层面、 情感语义层面等进行内嵌。 所

以我们需要借助语言学中话语分析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策略， 来关注单词、 短语和小句层面的语义信

息， 系统考查文本间的语言组织形式、 言语与语境的关系、 使用者对自我和他者身份构建等议题。 以

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为旗手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不失为一种代表性的范式。 批评性话语分析者从文本分析、 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多个分析维度来揭

示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话语真相。 此外， 基于计算机的数据抓取和情感语义研究也为我们的甄别

和批判提供了新助力。
（二） 全球经验与中国方案的融合

我国特殊的媒介规制决定了我们的对外传播素养教育模式与路径， 我们必须将全球模式与在地经

验进行融合。 尽管中国部分城市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先拔头筹， 但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尚未完

成。 西方发达国家是先完成工业化， 再迎接信息化， 而我们是信息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 其中还伴随

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需时间会比发达国家更长。 在这样复杂宏观背景

下的中国对外传播素养教育必须尊重现实， 既借鉴全球模式， 亦考虑所在地经验。
我们对外传播传者的培养， 应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 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的教育， 引导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和文化观， “打牢、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

底气”； 另一方面则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 以实现在对外传播中以我为主， 兼收并蓄， 向世界真实、 立

体、 全面地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貌。 我们应该抛弃自我中心论的观点， 加大向发达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

家的跨国传媒企业学习的力度。 源自中国文化的故事在好莱坞的叙事和构图中既可以取得口碑传播效

应， 又可以实现商业价值丰收。 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来尊重受众、 理解受众恐怕是有效传播的前提。 所

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 Ｉ－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的宣传心态必须转变成以用户为中心 （Ｕ－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的传播模式。
此外， 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新闻传媒从业者是对外传播的主流队伍。 但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 国

际交往日益密切， 技术赋权下的交流日益便捷， 在 “人人都是麦克风” 的全媒体时代， 不仅专业人士

在生产和传播内容 （ＰＧＣ）， 普通用户也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节点 （ＵＧＣ）。 因此， 需要提升素养

的主要对象显然不只是专业新闻工作者， 外企员工、 旅游者、 涉外工作人员、 全体网民等都需提升对

外传播素养。 其中， 从事外语专业学习的大中专学生构成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大量外语专业学

生毕业后从事外交、 外事、 旅游、 教育等涉及对外交流领域， 对外传播素养教育应该在其课程体系中

占据一席之位。
从 《马可·波罗游记》 到 １８ 世纪风靡欧洲的 “中国风”， 再到当前欧洲持续涌现的 “汉语热”， 都

说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向往。 以英国为例， 该国人们非常喜欢读书， 所以通过中文文本的翻译和

传播来帮助英国受众正确理解、 欣赏和接纳中华文化就尤为重要。 伦敦伯爵宫会展中心的伦敦书展见

证了三十多家中国出版社 ７００ 多部作品参展， 其中不乏 《论语》 《习近平治国大思维》 《符号江苏》 等

设计与语言皆符合英国受众的好作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 ４４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８􀆰 ５４ 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 ６１􀆰 ２％；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８􀆰 ４７ 亿， 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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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９􀆰 １％。［１６］随着各种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迅速普及， 在互联网上掌握话

语权的普通网民群体实现了 “话语赋权”， 形成了自己的草根文化和次元文化等， 网络词语层出不穷，
成为我们对外传播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在 “人人都是麦克风” 的全媒体时代， 普通用户也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重要节点， 需要提升对外

传播素养的对象将是参与或可能参与对外传播的所有人。 每个个体都是网络对外传播的重要节点。 一

部在美国视频网站 ＹｏｕＴｕｂｅ 广为传播的视频 《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 Ｔｉｂｅｔ ＷＡＳ，
ＩＳ，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就出自一位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大二学生之手。 因此， 积极

探索全媒体时代的全民话语参与， 巧借公共外交、 跨文化传播、 组织传播、 人际传播的优势， 必然能

实现我国形象的对外大传播。

五、 小 　 　 结

对外传播通常是在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主导下所进行的信息传播， 其信息通常经过过滤并

精心策划。 因此， 对外传播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责任与目标。 换言之， 对外传播是以效果为导向的。 对

外传播素养的理念设计和教育实践开始时一定有功利主义的导向，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播者从自发到

自为地运用技术、 符号和情感素养， 巧妙地利用全媒体新时代的语境， 将对外传播素养涵化成一种自

觉意识，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一起来介绍中国， 传播价值， 讲述中国好故事， 讲好中国好故事， 那

么我国对外传播的繁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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